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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禀赋、家庭决策 

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 
 

 

石智雷  杨云彦 
 

提要：在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下，中国“民工潮”和“民工回流”、

“民工荒”并存的现象，一直是困扰国内外学术界的难题。本文根据湖北和河

南两省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建立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影响因素模

型，从家庭决策的视角分析了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劳动力越容易选择留在农村

就业或者回流农村，但是家庭人力资本值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村劳动力又倾

向于外出就业。家庭社会资本有助于迁移劳动力外出务工，但是随着家庭社

会资本值的增加，那些家庭社会资本更为丰富的家庭的劳动力则更愿意回流

家乡就业。丰富的家庭经济资本同时可以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家庭经

济资本可以为外出务工提供物质支持，但是丰富的家庭经济资本，又会促使

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总体来说后者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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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到外地务工就业一直伴随

着大量的回流现象，这引起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极大重视。无论是

美国(Pottinger,1987)、加拿大(Vanderkamp,1972)和日本(Suzuki,1995)

等发达国家，还是巴西、墨西哥(Orrenius,1999)、土耳其(Dustmann,2003)

等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迁出总是和劳动力的回流相伴。进入 21 世

纪，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①，在“民工潮”未退，政府仍在为如何

消化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而绞尽脑汁的同时，大批迁移劳动力开始离

                                                        
∗ 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240）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40032)的资助。本文的修改和完善得益于匿名审稿人的中肯意见。文责自负。 
① 来自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民收入连续多年较快增长，2009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5153

元，但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由 2000 年的 4027 元扩大到 2009 年 1202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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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返乡，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民工荒”现象。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据对迁移人口的规模进行估计，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

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 2.61亿人，不包

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 2.21亿人（国家统计局，2011）。据

国家人口计生委调查结果显示，截至 2008年 12月 20日，全国返

乡农民工 1361.8万人，占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 9%左右（国家

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09）。如果考虑暂时性回流或

者往复式流动的农民工，那么回流劳动力的规模会更大。根据国

家统计局 2009年的调查，春节前返乡农民工，大体是 7000万左

右，约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 50%（国家统计局，2009）。 

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需求急剧萎缩，导致我

国出口明显下降，沿海地区大批工厂开工不足甚至倒闭，伴随的是大

量农民工离城返乡。显然，采取何种方式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是当

前就业政策中的一个焦点问题，而迁移劳动力的回流无疑又使得城乡

劳动力就业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动机进行深入剖

析，把握回流的本质特征，也是从另一个角度研究迁移劳动力的城市

融入和城市化障碍问题，对于解释中国的“半城市化”现象，为当前就

业政策的选择取向提供经验支持，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意义。 

“民工潮”和“民工回流”、“民工荒”并存的现象，一直是困扰国内

外学术界的难题。在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大批迁移劳动

力回流农村的行为，更是以往的劳动力迁移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已有

文献多关注于个人特征和外界环境对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影响，而缺乏

对家庭层面相关因素的应有重视。西方国家的迁移更多的是迁移者个

人决策，迁移的目的多是为了自己个人更好的发展，而在中国农村，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多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和分散经营风险（杜鹰，

1997）。另外，中国迁移劳动力是收入和消费与长期保障或者养老保

障相分离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里做工赚取工资并在城市消费，但

还是需要农村家庭为其提供保障支持系统（Murphy，2002）。可见，

以家庭决策为基础的新迁移经济理论可以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乡城

迁移和回流提供更好的解释和分析框架，但是新迁移经济理论未对迁

移者的家庭禀赋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未深入探讨拥有什么类型家庭的

迁移劳动力容易选择回流？不同类型的家庭禀赋，如家庭人力资本和

经济资本等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决策有怎样的影响？家庭禀赋影响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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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劳动力回流的内在机理是什么？而这些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

是关于农村迁移劳动力①回流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具体地说，是

为描述和解释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内在机理、根本动因及其影响因素提

供一个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并运用湖北省和河南省的农户调查数据

对理论模型给予检验和论证。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一一一））））迁移劳动力回流研究迁移劳动力回流研究迁移劳动力回流研究迁移劳动力回流研究：：：：两种不同的视角两种不同的视角两种不同的视角两种不同的视角 

关于劳动力流动的行为选择，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理

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个体行为选择的

结果(Todaro,1969)；另一种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家庭决策的结果

(Stark,1982)，或者说劳动力外出务工是一种家庭生计策略(Chambers & 

Conway,1992)，即家庭成员谁进城务工、谁在家务农，是使家庭全体

成员福利最大化的理性决策。前者是适合利己主义者的假设，后者适

合把劳动力作为利他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背景环境下，不

同的个体对于个人和家庭利益的看重程度是有差异的，但是他们一般

都是基于家庭禀赋状况做出的理性迁移决策。劳动者从个人利益最大

化为出发点做出行为决策，是经济学研究的经典假设，以此为基础学

术界已经从成本—收益、生命周期、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诸多角度

对劳动力回流问题展开了研究。推拉理论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研究认

为，人口流动的目的在于改善其自身的生活条件，当流入到城市的农

村劳动力在城市中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Murphy，2002），或

者迁移者家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Christiansen & Kidd, 1983）时，他

们往往就需要再次进行选择。当然来自家乡的拉力，还包括原住地就

业机会的增加、低技能耕作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等等（Wang & Fan, 

2006）。生命周期理论将劳动力流动简化为两个阶段，年轻时候外出

打工挣钱，年龄大了以后回家乡务农、务工或经商。在城市和农村推

拉力都没有变动的情况下，那些“生命周期”到了的迁移劳动力，也会

                                                        
①
 农村进城劳动者多被称呼为“农民工”，但是这一称谓已经不能很好的反映这一群体的社会经

济特征，因为大多数农村迁移劳动力不再从事工农兼业行为，更有一部分迁移劳动力在农村没

有了土地和房屋，彻底实现了就业转移。对于 20世纪 80 年代后出生的农村迁移劳动力更是如

此，他们没有农村务工经验，很多还是在城市出生和成长，所以在本研究中我们统一使用的名

词为农村迁移劳动力，或者简称为迁移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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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预期回到农村（Davies & Pickles，1991)。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城乡

劳动力的迁出和回流构成了中心和边缘地区资源交换的不平衡机制，

农村—城市迁移者有规律地回到家乡，在农忙季节为农村家庭提供帮

助，参加人生阶段性庆典；只有失败的打工者才会永久性返乡，他们

是因为年迈、生病或者其他原因被淘汰出城市部门，回到农村形成一

个农村社会劣势群体(Sander, 2007）；也有可能是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

而被迫回流（Bastia，2011）。另外还有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理论(Guilmoto 

& Sandron, 2001)、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理论（Thomas，2008）等理

论对劳动力回流问题做了探讨。 

与传统理论假设个人为决策主体不同，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新

迁移经济理论把家庭而不是个人看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根据家

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劳动力决定外出或回流(Stark, 

1982)。外出劳动者与留在家里的劳动者在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从事

不同的生产活动，收入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和负相关性，血缘关系和家

庭继承合约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外出劳动者有义务将其收入寄

回或带回，以补充家庭不时之需；当外出者没有挣得收入或受到挫折

时，他可以从家庭得到支持，或者回流到迁出地(Stark & Taylor, 1991)。

在 20世纪 90年代末期，新迁移经济理论专门对劳动力回流进行了研

究，认为回流更多的是出自以下原因：没有在城市找到体面的工作或

者在城市的相对贫困，以及在家乡的生活成本更低（Stark，1996）；

在城市打工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和储蓄在家乡会带来更多的投资回

报（Cassarino, 2004）。阿马萨利特别强调了外出积累的人力资本在家

乡的回报率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最为明显（Ammassari,2004）。斯塔克

又从相对购买力水平和家庭风险分散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力回流的动

机，由于外出务工者在城市里很难进入正规劳动力就业市场，他们返

乡后即使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为了降低相对贫困感，迁移劳动力也

会做出回流的决策(Stark, 2003）。沃代尔等进一步研究认为不仅家庭相

对贫困状况会增加迁移者回流的概率，而且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也会

影响迁移者的回流选择（Vadean & Piracha，2009）。 

（（（（二二二二））））家庭状况对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家庭状况对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家庭状况对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家庭状况对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 

关于迁移劳动力回流决定因素的经验研究，已有研究所分析的自

变量主要是迁移者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性质、人

均耕地、在外流动时间、相对收入水平等。此外，家庭特征对于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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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回流的作用也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家的兴趣所在。 

婚姻状况是影响迁移者是否选择回流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女

性劳动力。赵耀辉研究发现，有配偶的迁移劳动力的回流概率比单身

外出者高出 15.4个百分点，这一效应在 5%显著水平上显著；如果配

偶并未随之外出，那么该迁移者返乡的概率会增加 16.1 个百分点

（Zhao, 2002）。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已婚状态迁移者的回流概率是未婚

者的 3.7倍。这主要是因为对于已婚的人，迁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

生理成本和心理成本)更高一些（Wang & Fan,2006））。沃代尔等进一

步研究认为不仅结婚会增加迁移者回流的概率，而且家庭规模也会增

加外出务工者的回流，因为结婚会增加劳动力在外就业的物质资本和

心理成本（Vadean & Piracha，2009）。在扎卡然科的模型中，已婚者

回流的概率明显小于单身迁移者，尤其是已婚女性（Zakharenko，

2008）。 

家庭结构如孩子数量、老年人数量等也是影响迁移劳动力回流的

重要因素，但是现有的实证研究结论有较大的差异。达斯曼等人研究

发现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对迁移劳动力是否回流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也就是说家庭中孩子越多迁移者越倾向于继续在外流动（Dustmann et 

al. , 1996b）。在赵耀辉构建的模型中家庭里 6岁以下、6-12岁孩子数

量以及 65 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对外出务工者是否回流有着负向的影

响，但是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Zhao,2002）。而白南生和何宇鹏则

研究发现，子女上学已经成为影响劳动力回流的一个重要事件，有近

10%的回流劳动力把孩子上学作为回乡的原因（Bai & He,2003）。在多

元 logit 回归模型中，家庭中正在上学的孩子数量对迁移劳动力是否回

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中上学孩子数量每增加 1个，迁移劳动

力回流的概率会增加 1.1倍（Wang & Fan,2006）。法比安和斯特拉卡也

得出过类似的结论（Fabian & Straka,1991）。 

布莱希特通过对从南欧前往德国务工的劳动力回流状况的研究，发

现家庭社会网络对移民的回流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成员都生活在迁出

地农村的迁移者更倾向于回流（Brecht，1994）。汪三贵等（2010）利用

调查数据专门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同

质性的社会网络的扩展更有利于农民工的返乡创业，如有作为个体或私

营老板的亲友等。在农村，土地禀赋是决定一个农户家庭发展的根本，

也是影响家庭成员迁移与否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认为，家庭中人均土

地数量每增加 1亩，迁移劳动力回流的概率就会增加 1.1倍（W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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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2006）。而在赵耀辉的模型中，家庭土地状况对迁移劳动力回流

并无显著的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对迁移劳动力回流有着显著的负向

影响，如果家庭每低于劳动力平均数量一个，那么这家庭中迁移劳动

力回流的概率就会增加 5.2个百分点（Zhao, 2002）。 

还有学者从 “风险厌恶”(Co et al., 2000)和乡土情结(Lucas, 2003; 

Dustmann,1996)等角度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原因做了分析。从研究方法

上来看，研究中一般应用的是二元选择模型；还有一些研究者应用其

他的计量经济学工具，如哈瑞应用了参数估计的威布尔模型（Weibull 

model）(Hare，1999)，罗凯(2009)采用了面板二元选择模型(panel 

logitmodel)，葛晓巍和林坚(2009)则利用事件史模型来分析劳动力回

流。 

（（（（三三三三））））家庭禀赋家庭禀赋家庭禀赋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迁移劳动力回流家庭决策与迁移劳动力回流家庭决策与迁移劳动力回流家庭决策与迁移劳动力回流：：：：理论与假说理论与假说理论与假说理论与假说 

个人迁移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之所以从家庭禀赋的角度研

究劳动力回流问题，是因为在中国农村，家庭对于劳动者个人行为选

择有着特殊的意义，并且家庭禀赋对于农户经济发展和家庭决策也有

着重要的影响。新迁移经济理论只是强调迁移者以家庭总效益最大化

为目标，个人迁移是家庭决策的结果，未对迁移者的家庭禀赋给予足

够的重视，并没有深入分析家庭状况影响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内在机

理。家庭禀赋，是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包括

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自然资本、家庭经济资本①。家

庭禀赋是个人发展能力的拓展，是个人禀赋的外延，是家庭成员可以

共同利用的资源；但是与此同时，个人的行为选择还会受到家庭禀赋

状况和家庭决策的约束。 

1. 家庭决策与劳动力回流选择 

在市场程度相对较低的农业社会中，家庭既是农村的基本生产、

生活单位，也是农民的基本福利供给单位，承担着农业生产、生活保

障、经济扶持和福利供给等多重功能。在中国农村家庭中，有着比较

特殊的代际继承关系，父母养育子女，供其读书，还会为其盖屋娶妻

照顾子女，子女往往生活在父母的安排和影响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突出，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市场化程度较低，尤其是信贷和保险市场

缺乏，农民在农村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为了改变这种落后被动的局
                                                        

①
在本研究中我们重点考察的是家庭禀赋对个人就业行为选择的影响，家庭的物质财产、现金收

入及存款都是对家庭经济水平和家庭经济能力的衡量，我们将其统一划分为家庭经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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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经济地位，户主在与其他家庭成员商量

后自然做出派人外出务工的决定（杨云彦、石智雷，2008）。而且一

般来说，在农村家庭中存在着劳动力过剩，即存在家庭劳动力边际产

出非常低或者接近于零的情况，从家庭总收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家

庭决策者会安排成员外出务工。随着劳动力的外迁，家庭劳动力边际

产出会逐渐提高。从这个角度考虑，农民外出务工是家庭决策的结果，

那么当外出务工者在外地就业遇到困难或者生活状况不满意时，或者

在家乡有较好的发展机会时，就会选择返回农村。另外，在节假日尤

其是在春节期间会有大量的农民工返回家乡，春节后还会继续外出。

由此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城乡往复式循环流动（circular migrants）。由此

也可见，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家庭依附性（石智雷、杨云彦，2009）导

致的结果是，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以及农村投资回报率的上升，

迁移劳动力会选择返乡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口城市化

进程，至少带来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城市融入动力不足。 

2. 劳动力回流的家庭禀赋效应 

劳动力回流的家庭禀赋效应主要是指家庭禀赋可以为劳动力提

供长期保障和增加回流后的投资回报，而这两点正是当前部分迁移劳

动力回流农村的主要动力。 

基于家庭禀赋的农村投资回报率增加是影响迁移劳动力回流的

重要原因。从家庭禀赋作为个人发展能力拓展的视角来看，家庭禀赋

可以使得迁移者在外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在家乡得到更高的

投资回报，并且家庭禀赋的经济效应只有在迁移者家乡才可以得到更

好的发挥和实现。由于自身文化程度和制度条件的约束，农村劳动力

进城后多是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多年的外出务工经历使得他们的人

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有所积累，但在城市部门向上发展的空间和进入

正规部门就业的几率较小，但是他们这种积累在返乡后可以盘活家庭

已有的资源禀赋，可以使得这些积累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外出务工

者回流农村，会带回一定的技术和知识，或者是务工积累的资金，也

可能建立起和外界的社会网络，这样不仅可以使得原有能力在农村得

到充分的发挥，而且可以使得整个家庭的自然资本、经济资本、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到更好的利用。 

另外，家庭禀赋还为农村迁移劳动力提供了养老保障的作用。首

先在中国农村普遍实行的土地分配制度可以为每一位农村劳动力提

供足够维持生活的土地，并且从事农业生产的门槛较低，对于文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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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技术水平没有太多要求，甚至身体状况较差、年龄较高的劳动力

也可以借此维持生活。其次，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还可以为其提

供资金或者人力的帮助，以缓解伤、病冲击，平滑收入风险。迁移劳

动力在城市里做工赚取工资并在城市消费，但还是需要农村家庭为其

提供保障支持系统。但是这种支持系统往往还是建立在迁移者与农村

家庭保持不断联系的基础之上，包括迁移者往家乡汇款、节假日或者

亲人庆典时返回等等。这也是导致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往复式循环流

动（circular migrants）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陈，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与外出务工相比，迁移劳动力越

容易选择回流农村，但是家庭人力资本值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村劳动

力又倾向于外出就业。 

假说 2：家庭社会资本有助于迁移劳动力外出务工，但是随着家

庭社会资本值的增加，那些家庭社会资本更为丰富的家庭的劳动力则

更愿意回流家乡就业。 

假说 3：丰富的家庭经济资本同时可以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

应，家庭经济资本可以外出务工提供物质支持，但是丰富的家庭经济

资本，又会促使劳动力在本地就业或者迁移者回流农村，总体来说后

者更为明显。 对于家庭自然资本也有类似的效应。 

三、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一一一一））））研究设计研究设计研究设计研究设计 

哪些因素影响着农户的家庭策略选择？哪些因素影响着迁移劳

动力回流行为？从前面的理论分析出发，我们分别从家庭禀赋对家庭

决策和个人行为影响的角度来估计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行为

的影响。首先，从家庭决策的角度，我们将家庭作为分析研究的基本

单位，把所有的家庭成员看作一个整体，家庭成员的就业和流动选择

都是家庭统一决策的结果。家庭的就业流动策略可以划分为三种：一

种是家庭有成员正在外务工但没有回流者，一种是家庭有外出务工回

流劳动力①，另一种是家庭所有劳动力都无外出务工经历。在模型中，

                                                        
① 在这种分类方法下，回流劳动力家庭中可能包含有成员正在外地务工，由于本研究主要是探讨

劳动力回流问题，所以这一类型统一划为回流劳动力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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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家庭成员都无外出务工经历的家庭作为参照组。 

然后，我们把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纳入个人行为决策框架。和上

一模型中将农户家庭作为决策的基本单位不同，在本部分我们把劳动

力就业流动作为个人行为选择的结果。家庭禀赋是劳动者个人能力的

扩展，是劳动者自身发展可以利用的资源，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

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流动呢？根据就业流动状态的不同，我们将农村劳

动力划分为三类：从未外出务工、正在外地务工、外出务工一段时间

已经回流农村。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农村劳动力，他有这三种就业流

动状态可供选择。利用 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我们可以估计家庭

禀赋因素如何决定劳动力处于这三种状态中的哪一种。我们以正在外

务工者为参照组，其系数标准化为零。自变量系数为正，意味着相对

于作为参照组的正在外务工来说，劳动者更倾向于处于此种状态；自

变量系数为负则相反。 

由于在研究中我们的解释变量选取的是劳动力当前的个人特征、

家庭禀赋和社区环境，而有一部分被访者的就业流动选择已经发生一

段时间，调查所获取的就业流动性是作为一种当前所处的状态，我们

要考察的就是被访者为什么处于这么一种状态，而不是其他①。在计

量模型中，我们所选取的解释变量也是一些有着较长时间持续性的因

素，或者是时间的长期积累值，如家庭财富值，就是家庭长期经济状

况和经济水平的积累结果。关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流动状态研究，有

两个对比分析，一个是回流后的劳动力和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

的对比，另一个是回流劳动力和正在外务工的劳动力的对比，这个主

要是探讨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为什么选择回流，或者说哪些劳动力选择

了回流。我们 2007 年的农户数据可以满足这两个研究的需要，因为

数据调研是采取的分层整群抽样，分层抽样可对所选样本县有足够的

代表性，村级单位的整群抽样可以覆盖到村内不同农户，另外调研数

据还包括了每一被访农户家庭所有成员的个人信息。所以，2007年农

户调研数据对所选农户的家庭成员、所选村的农户、所选样本县以及

中部地区农村都有较好的代表性。 

为了更好的体现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在建立第二

个回归模型时，我们对被访者做了选择性处理：研究对象是 15-64岁

的农村劳动力，扣除了正在读书的学生样本以保持与同类研究的一致

                                                        
① 比如对于一个正在外出务工者，我们主要是考察他为什么现在在外务工，而还不选择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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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样本的个人信息如年龄、婚姻状态、性别和文化程度等存在数据

缺失的不予保留。在家庭禀赋指标的设定和测量方面，由于家庭禀赋

涉及面广，零碎而复杂，不仅包括各种经济资本 (如存款、土地、财

产或住房等)，还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交圈、社会关系和影响其

生活相关的决策能力等。因此，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对于家庭禀赋的

衡量通过界定可量化指标和主观评估指标来获得相关数据。 

（（（（二二二二））））变量设置与测量方法变量设置与测量方法变量设置与测量方法变量设置与测量方法 

被解释变量有两组，一组是以家庭为单位，将家庭成员的就业流

动性进行综合考虑，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家庭成员中有回流劳动力（设

置为 1）；一类是家庭成员中有劳动力正在外务工，但现在无回流劳动

力（设置为 2）；一类是家中劳动力都无外出务工经历（设置为 0）。

另一组考察的是劳动力个人流动状态。根据当前就业流动状态的不

同，划分为三类：一类是该劳动力无外出务工经历（设置为 1）；一类

是劳动力曾外出务工现在已经回流（设置为 2）；一类是劳动力正在外

务工（设置为 0）。对于迁移劳动力回流的衡量有很多种方法，比如回

流的时间和回流的状态，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劳动力的回流状态和将

来迁移意愿来综合衡量。在调查问卷中，设计的问题是“是否有外出务

工（工作流动）经历? ①有，已经回来，近期没有外出打算；②有,现

在在外务工，或者临时回来；；；；③否,从未外出就业”。选择①的劳动力

被设置为回流劳动力。 

解释变量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本研究的核心变量：家庭禀赋。家

庭禀赋是影响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因素，它使得劳动力在做出流动决策

时不再只是根据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工资差异。由于调查所取得的家庭

禀赋数据具有不同的量纲、数量级和变化幅度，本研究采用 Z 标准化

的办法进行处理。通过各指标的相对影响值和各指标的标准化得分，

就可以确定各指标的综合得分，从而求出迁移者家庭所拥有的四种家

庭资本的数值。关于四种家庭资本的指标选取和测量方法，具体如下。 

对人力资本的测量设定了三个指标：其一是家庭成员生产能力指

标，以家庭劳动力总人数来体现。其二是家庭成员的知识资本存量指

标，以家庭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来体现。测算方法以接受学历教育

情况为准，按照受教育年限进行赋值①。其三是家庭成员综合素质指

                                                        
① 具体的赋值方法为：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赋值为 15，高中及中专赋值为 12，初中毕业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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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测量时首先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职业状况结合其年龄赋值①，然后

将家庭所有成员得分进行加总（见表 1）。衡量人力资本的三个指标分

别赋予 0.3、0.3和 0.4的权重②，把各指标值算出后，先进行标准化，

然后进行加权求和。 

 

表 1        以家庭成员职业和年龄为特征的人力资本赋值 

家庭成员综合素质分类 类别标志 赋值 
学龄前儿童 年纪太小，还需要成年人照料 -1 

受教育阶段儿童、青少年 可以从事一定的辅助性生产劳作 1 

待业或赋闲在家的劳动力 未从事生产性劳作，只是做些家务活 3 

务农型劳动力 具有劳动能力，正从事农业劳动 5 

非技能型非农务工劳动力 有劳动能力但无专业技能，正从事非农劳动 5 

技能型非农务工劳动力 有一定生产技能型劳动力 7 

自办企业者 生产技能或者创业能力较强的劳动力 8 

政府部门工作者 文化程度较高或工作能力较强的劳动力 8 

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年纪太大，不再从事劳动或只能干家务活 -1 

丧失劳动能力者 因伤、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家人照料 -2 

 

关于家庭社会资本，我们重点关注农户家庭社会网络的规模和质

量。一般认为，一个人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社会网络质量越高，其

社会资本就越丰富；反之，其社会资本就越贫乏。家庭社会资本则由

社会网络规模与质量的乘积来衡量③。具体指标选择中，社会资本的

规模由关系种类来衡量，社会资本的质量由紧密度来衡量。本文依据

农村家庭生产的特点，按照社会网络提供支持的功能不同，将农村家

庭社会网分为“财务支持网”、“劳务支持网”和“情感支持网”三种类型
④。家庭财务支持网、劳务支持网和情感支持网关系种类分别有 0种、

                                                                                                                 
为 9，小学毕业赋值为 6，小学以下赋值为 0 。 

① 基于职业和年龄的人力资本赋值采取的是专家评分法，评分表设计后分别提交给五位专家，专

家在-10和 10之间进行打分，然后整理汇总。邀请专家的学科背景分别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农业经济学、人口学和经济学，都有丰富的实地调研经验。 
②
 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中各组成要素之间的权重分配是根据以往研究的

回顾和理论分析之后的经验赋值。由于篇幅原因，并未在文中列出具体的讨论过程。 
③ 本文对数据的处理，首先利用了衡量社会资本的主要方法之一——主成分分析法来建立一个指

标，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没有采用这种方法。第一，要把网络关系种类（社会资本的量）与关

系紧密度（社会资本的质）结合成一个指标，用乘法比用加法更合适。第二，各维度之间的相

关性不是特别高，KMO 统计量为 0.614, 小于一般标准 0.7，提取公因子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只

有 53%。因此，本文选择已有研究中一些学者采用的社会网络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社会资本，

如 Grootaer,1999, 张爽等（2007）。 
④
 财务支持网的问题设计是：“平时生活中遇到困难和麻烦需要找人借钱时，您会找谁？”。“情  

感支持网”的问题设计是“当您家遇到生活或生产中的重大事情需要找人商量时，您会找谁？”。

“劳务支持网”的问题设计是“在工作上或生产劳动方面需要别人帮忙时，您会找谁？”。问

卷中列举了社会网成员与调查对象之间 13 种可能的关系，即男方的父母、男方的兄弟姐妹、

男方的其他亲戚、子女、女方的父母、女方的兄弟姐妹、女方的其他亲戚、邻居、干部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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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2 种和 3 种等四种情况。考虑到后面涉及的运算，这里将关系

种类的这四种情况分别赋值为 1，2，4 和 6。社会网络的紧密度是指

各种网络关系成员与其本人关系的密切程度，本文着重考察被访者与

邻里关系、村干部关系和直系亲属关系密切程度及交往频率。 

对家庭经济资本的测量设定了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家庭住房

状况，以农户住房类型、住房面积和住房使用年限为准进行测算，这

一指标赋予 0.3 的权重。第二个指标是家庭的物质财富积累值。家庭

物质财富积累值的获取方法为：直接询问被访者家庭中所拥有的生产

性资产和消费性资产，将拥有某项资产的样本比例 p标准化为数值 Z，

由 Z 的相对大小来决定权数 W，然后与家庭中所拥有的各项资产的数

量进行算术加权平均。这一指标赋权重 0.4。第三个指标是农户的货

币年总收入，包括农户通过农业生产、个体经营和外出务工等获得的

收入，这一指标赋予 0.3 的权重。家庭经济资本总值为家庭经济资本

三个指标标准化后，然后加权求和所得数值。 

农户的自然资本主要是指农户拥有或可长期使用的土地。土地为

农户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农户最重要的自然资本。调查中

我们将自然资本分别以农户家庭拥有耕地数量和耕地质量两个指标

来衡量①。 

考虑到家庭禀赋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首先选入了一

组反映家庭户主个人能力的变量，包括户主的文化程度、生产积极性、

技术获取积极性、社会交际积极性、培训参与积极性和户主的最远足

迹。户主的个人能力基本上可以代表家庭的决策和行为选择能力，它

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成员就业流动的行为选择，并且家庭禀赋

对家庭成员流动决策的影响，往往是和家庭的行为选择能力一起发生

作用。只有控制住家庭的行为选择能力，才能更好的估计家庭禀赋对

家庭成员就业流动选择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将户主个人能力作为家

庭禀赋的一种扩展。 

另一部分是模型所选入的控制变量，即在模型中控制住的个人特

征、社区和制度环境因素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劳动者个人特征

变量的引入主要是为了控制个人特征差异对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同事、朋友、同学以及其他关系。调查中要求调查员记录下被调查者首先提到的前三种关系类

别。 
①
 由于耕地质量受地形、气候、灌溉条件、土壤习性、土地耕作技术和土地投入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因此，我们对耕地质量的测量由农户根据自身耕作实际经验来评价（分为非常好、比较好、

一般、中下等和下等五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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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劳动者与户主关系、劳动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政治面貌等。社区和制度环境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决策的重

要因素。阿玛蒂亚·森（2002）在探讨人的可行能力时，认为个人能力

不仅仅是体现在人自身的各种素质性因素，还包括可供其使用的社区

资源和政治权利。在本模型中，我们引入的社区和制度性因素包括社

区生产基础设施条件、农资和农产品经销渠道、政府财政补贴、政府

管理环境等等。 

 

表 2       家庭禀赋与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变量说明与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      

家庭成员 
就业流动 

家庭成员：有成员正外出务工=2 
，有务工回流成员=1，家中无 
人外出务工=0 

.65 .766 .00 2.00 

劳动力 
就业流动 

农村劳动力：从未外出务工=1， 
回流劳动力=2，在外务工=0 

.79 .92 .00 2.00 

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解释变量      

家庭禀赋家庭禀赋家庭禀赋家庭禀赋      

家庭人力资本 家庭人力资本总值 Z 标准化值 .34  .75  -1.99  2.98  

家庭社会资本 家庭社会资本总值 Z 标准化值 .03  1.00  -2.17  3.49  

家庭经济资本 家庭经济资本总值 Z 标准化值 .09  .73  -.83  10.54  

家庭自然资本  家庭自然资本总值 Z 标准化值 -.04  .91  -.59  9.01 

被访者个人特征被访者个人特征被访者个人特征被访者个人特征     

性别 受访者性别，男=1，女=2 1.50  .50  1.00  2.00  

年龄 受访者年龄 39.03  13.62  15.00  65.00  

文化程度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 7.74  3.42  .00  15.00  

政治面貌 受访者是否中共党员，是=1，否=2 1.96  .19  1.00  2.00  

婚姻状况 未婚=1，已婚及离异=2 1.77 .42  1.00 2.00 

户口性质 非农业=1，农业户口=2 1.96 .19  1.00 2.00 

户主特征户主特征户主特征户主特征     

生产积极性 户主生产积极性 .62  .48  .00  1.00  

技能获取 户主新技能获得积极性 .74  .44  .00  1.00  

信息交流 户主与人信息交流积极性 .68  .47  .00  1.00  

技能培训 户主参加技能培训积极性 .47  .50  .00  1.00  

最远足迹 户主到过最远的距离 .71  .45  .00  1.00  

制度与环境制度与环境制度与环境制度与环境      

生产设施 对目前生产条件（如耕地和灌溉设 
施等）的评价 

3.32  1.03  1.00  5.00  

医疗条件 对当地的医疗卫生设施与条件的评价 3.58  .92  1.00  5.00  

交通条件 对当地的道路交通状况的评价 3.58  1.16  1.00  5.00  

银行信贷 对当地银行信贷服务（借贷金额、 
办手续等）的评价 

3.15  .97  1.00  5.00  

政府补贴 对当地政府财政支持（救助、补贴 
等）的评价 

3.61  .99  1.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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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 对当地政府管理和领导干部的评价 3.43  1.14  1.00  5.00  

（（（（二二二二）））） 数据来数据来数据来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源与样本分析源与样本分析源与样本分析 

本研究所用资料来自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

在 2007年 8-9月份对湖北省丹江口、郧县和河南省淅川县进行的农户

入户调查。调查样本点为湖北、河南和山西三省交会处，区域内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2005年，丹江口市人均 GDP 是 8361元，郧县人均

GDP是 3028元(十堰市统计局,2006)，还不到湖北省人均 GDP（11431

元）的 1/3，而 2005年全国人均 GDP是 14040元；占样本量 51.3%的

河南省淅川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南阳市统计局，2006)。 

本次调查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进行分层整群抽样。实际调查的农户包括了这 3个县 24

乡镇、 58村、118组、3144户，共 13864人。2006年有成员外出务

工的家庭是 1904户，占总户数的 60.6%，没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是

1240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200份，有效问卷 3144份，有效率为

98.3%，实际抽样比为 4.78%。抽取样本户的空间分布为郧县：552户；

丹江口：898户；淅川：1695户。调查对象中男性占 67.1%，女性占

32.9%；已婚的占 89.3%，未婚的占 2.9%，丧偶离异的占 7.8%；没有

上过学的占 18.2%，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占 30.8%，具有初中文化水

平的占 41.0%，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 10.0%；政治面貌为中

共党员的占 7.6%。 

农户调查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农户家庭①基本信息、农户家庭的

经济社会信息、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对当地制度环境的评价。本文采

用的资料涉及调查的所有部分，具体有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如与户主

关系、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外出务工情况；家庭社会

状况包括兄弟姊妹的情况、社会网络现况（由血缘关系、亲缘关系、

工作学习关系、地缘（居住）关系、组织领导关系等构成)、获取信息

的方式、地理生活足迹、获取新技术的主动性，农闲时间的活动安排

等；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农户拥有的生产资产及其构成（经济地位）；

耕地数量与质量，耕地农作物产出量，现金收入来源及其构成，生活

中的现金支出（含流动资金）等。 

                                                        
① 在本研究中对一户或一家的定义是，有共同的经济预算，或者再一口锅中吃饭为一家。家庭是

本研究的基本单位，在个别变量中强调了户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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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分析 

（（（（一一一一））））家庭禀赋与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家庭决策家庭禀赋与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家庭决策家庭禀赋与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家庭决策家庭禀赋与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家庭决策 

1.家庭禀赋的作用 

表 3的估计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所引入的家庭禀赋因素对农户

家庭劳动力的就业流动性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对外出务工家庭和

劳动力回流家庭的影响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相比较来看，家庭人力

资本变量对家庭有成员外出务工和有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强度都是最

大的，当家庭人力资本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中有劳动力回流的概

率就会增加 8.379倍（Exp（β）=9.379），而家庭有成员在外务工的概

率就会增加 11.775倍（Exp（β）=12.775）。也就是说，家庭人力资本

越丰富的家庭，其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概率越高，而劳动力回流则是

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下一个阶段的再选择。家庭人力资本的平方值对家

庭有回流劳动力有着负向的影响，但是影响系数并不显著。 

家庭社会资本及其平方值对农户家庭有成员外出务工和回流有

着截然相反的影响，但是在统计水平上并不显著。回归结果显示了一

种可能的解释，家庭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家庭，其成员越倾向于外出就

业，他们比较容易在外地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随着家庭社会资本值

的增加，那些家庭社会资本更为丰富的家庭的劳动力则更愿意在自己

家乡就业，回流农村成了他们的首选。该结果和我们的假说 2基本相

符，但是由于本模型中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家庭社会资本

的影响效应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家庭经济资本对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和有劳动力回流都有着显著

的负向影响，家庭经济资本标准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家庭有成员

在外务工的概率就减少了 30%，农户家庭有回流劳动力的概率就减少

了 26.7%，相比较来看，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后更

容易选择回流。家庭经济资本平方值对两者的影响系数都为正值，但

都不显著。这里很难排除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

因为一般来说，外出务工会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家庭自然资本对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和劳动力回流都有着显著的

负向影响，家庭自然资本标准化值每增加一单位，家庭有回流劳动力

的概率会减少 20.6%。但是家庭自然资本平方值对家庭劳动力回流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并不显著。随着家庭自

然资本的增长，其迁移劳动力回流的概率会减少，当家庭自然资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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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数值后，大约在等于 0.396时①（家庭自然资本均值为-0.04），

家庭外出成员开始倾向于回流农村。 

我们将户主个人能力作为家庭禀赋的一种扩展。从回归结果来

看，户主个人能力诸变量对家庭劳动力回流基本上都有着显著的影

响，而对家庭成员外出就业的影响只有两个变量显著。户主文化程度

越高，其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概率越低，户主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

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就业的概率降低 11.8%，家庭成员回流农村的概率

降低 10.3%。户主生产积极性和技术获得积极性对家庭劳动力回流有

着显著的影响，户主生产积极性越高，技术获得积极性越低，家庭成

员有回流者的概率越高；这两个变量对家庭成员外出就业影响并不显

著。在这里，生产积极性主要是在农村农闲时期劳作的积极性，生产

积极性越高，一般来说越适合于农村的农业生产，因为农业生产自主

性更强一些。户主的最远足迹对家庭成员外出就业和回流都有着明显

的促进作用，且在 0.01统计水平上显著。户主的最远足迹每增加一个

单位，家庭中有成员外出务工的概率增加 0.628倍，而家庭有回流劳

动力的概率会增加 1.249倍。 

2.其他因素的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农村社区的生产性环境对农户家庭成员外出

就业和回流都无显著的影响，可见当前对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并

不能吸引外出务工者回乡发展。当地政府的农业政策，尤其是农粮补

贴，对农户家庭有成员回流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当前普遍

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对于农户家庭形成的收入效应更为明显，它使得

外出务工者可以更安心的在外地就业，而缺乏回流农村的动力。这一

变量对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就业并无显著影响。政府管理环境对农户家

庭成员外出和回流都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政府管理环境的

改善，整体上对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行为有着阻碍作用。 

 

表 3  农户家庭成员的就业流动决定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 

R1  Multinomial Logistic 
        模型 

有劳动力回流/都无外出务工 有在外务工/都无外出务工 

变量 β  Std.Error )exp(β  β  Std. Error )exp(β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禀赋变量禀赋变量禀赋变量禀赋变量       

家庭人力资本 2.238***  .300 9.379 2.548***  .284 12.775 

                                                        
①
 计算方法为对包含家庭自然资本的方程求导数，建立一元一次方程 0.292*2*NC-0.231=0 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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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人力资本平方 -.002 .003 .998 -.004 .003 .996 

家庭社会资本 -.070 .077 .932 .011 .071 1.011 

家庭社会资本平方 .011 .046 1.011 -.052 .043 .949 

家庭经济资本 -.311**  .129 .733 -.357***  .118 .700 

家庭经济资本平方 .011 .026 1.011 .022 .021 1.022 

家庭自然资本 -.231* .126 .794 -.227**  .119 .797 

家庭自然资本平方 .292* .169 1.339 .258 .166 1.294 

户主变量户主变量户主变量户主变量       

受教育年限 -.109***  .021 .897 -.126***  .020 .882 

生产积极性（以积极性高为参照）     

生产积极性低 -.274**  .127 .760 -.042 .116 .959 

技术获得积极性（以积极性高为参照）     

技术获得积极性低 .315** .142 1.370 .052 .133 1.053 

社会交际积极性（以积极性高为参照）     

社会交际积极性低 -.178 .137 .837 -.168 .125 .846 

最远足迹 .810***  .138 2.249 .487***  .122 1.628 

社区环境变量社区环境变量社区环境变量社区环境变量       

生产基础设施 -.040 .064 .960 -.043 .059 1.044 

农资和农产品经销渠道 .126 .079 1.135 .059 .072 1.060 

政府财政补贴 -.183***  .066 .833 -.066 .061 .936 

政府管理环境 -.110**  .057 .896 -.151***  .052 .860 

常数项常数项常数项常数项 1.472 .577  2.264***  .540  

有效样本量有效样本量有效样本量有效样本量 2609  

卡方值卡方值卡方值卡方值 816.44***   

Cox & Snell R2 .269  

Nagelkerke R2 .305  

注：（1）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以家庭成员都无外出务工经历为参照：（2）* p<0.1，**p<0.05，
*** p<0.01；（3）在本表中家庭自然资本是用家庭土地数量来表示。 

（（（（二二二二））））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行为的影响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行为的影响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行为的影响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行为的影响 

1. 家庭禀赋的作用 

我们对回归结果进行多重共线性的检验，发现在所有回归方程中

各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并不严重，模型非常稳定。模型估计结果详见

表 4，从中可以看出： 

第一，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与外出务工相比，劳动力越容易选

择留在农村就业或者回流农村，但是家庭人力资本值达到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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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农村劳动力又倾向于外出就业。家庭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

劳动力选择一直留在农村就业的概率就会增加 0.912 倍（Exp（β）

=1.912）。家庭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外出后回流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

是其平方值的影响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家庭人力资本值更

为丰富的劳动力倾向于继续在外务工，而不会选择回流。这和张宗益

等的研究比较接近，张宗益等（2007）研究认为，留在家中的劳动力

数量每增加 1 个，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降低 28.6%。在他们的研究

中并未考虑劳动者个人素质因素。 

第二，家庭社会资本对外出劳动力是否选择回流影响显著，对劳

动力是否选择外出务工没有显著作用。从回归系数来看，家庭社会资

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务工后越倾向于选择继续在外务工，而不会回

流；但是随着家庭社会资本值的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劳动者又倾向于

回流农村就业。在转折点处，家庭社会资本值为 0.455。调查数据显

示，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家庭社会资本均值为 0.03，最大值为 3.48，

70.5%的中国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未达到这一拐点值。也就是说，对

于一般的农村劳动力，家庭社会资本可促进他们外出就业，但是家庭

社会资本比较丰富的农户更倾向于在农村当地发展，所以外出一段时

间后也会选择回流，但是当前农村绝大多数家庭社会资本未达到这一

临界值。 

第三，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有着显著的负向影

响，对劳动力外出后选择回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经济资本每

增加一个单位，外出劳动力选择回流的概率会提高一倍。但是对于那

些从未外出务工过的农村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值越高，越不倾向于

外出务工。 

第四，家庭自然资本与农村劳动力外出后回流呈倒 U 字型曲线

关系：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

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由家庭自然资本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值

可以算出，家庭自然资本值在 0.726左右时，为外出劳动力回流的转

折点。2007年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家庭自然资本的均值为-0.04，

中位数为-0.29，最大值为 9.01，89.8%的农村劳动力家庭自然资本未

达到这一拐点值。 

第五，户主的个人能力作为家庭禀赋的一部分，也是影响农村劳

动力就业流动的重要因素。分变量来看，户主的生产积极性越高，农

村劳动力越不倾向于外出就业，已经在外务工的劳动力也越倾向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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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户主生产积极性高的家庭的劳动力不外出务工的概率是户主生产

积极性低的 1.199倍，已经在外务工的劳动力回流的概率是其家庭户

主生产积极性低的 1.319倍。户主对新技能积极性高，外出务工劳动

力回流的概率会降低 15.5%。户主的最远足迹对农村劳动力是否选择

外出务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外出劳动力是否回流影响并不

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户主见识越过，视野越开阔，越会鼓励家庭成

员外出务工，但是劳动力一旦外出就业后，他们对外出务工就有自己

的认识和理解，是否选择回流往往是需要外出务工者根据在外就业的

实际情况和自己对今后的打算来做出决策。 

2. 其他因素的作用 

在模型中，我们还控制了个人特征、社区和制度环境因素对农村

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首先，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选择外出务工；对

于已外出劳动力，男性则不容易选择回流。其次，农村外出劳动力多

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年龄稍大的、并且文化程度较低的更倾向

于留在农村就业。第三，没有结婚的劳动力更容易外出务工，外出后

也不容易选择回流，一般会继续在外务工。第四，党员身份和非农业

户口的劳动力更倾向于在当地发展，不会外出务工。第五，与户主相

比，户主的配偶和户主的父母不容易选择外出务工，户主的子女或者

媳婿更倾向于外出就业，并且户主的子女或者媳婿外出后不容易选择

回流。 

社区和制度环境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的重要因素。估计

结果显示，社区交通条件越好，银行信贷越方便，农村劳动力越倾向

于外出就业。政府农业补贴和农村扶持政策的实施并未增加外出劳动

力回流的概率，反而使得外出者更倾向于继续在外务工；只有政府管

理环境的改善使得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在当地就业。 

 

表 4     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选择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 

从未外出务工/在外务工 回流农村/在外务工 
变量 

B Std. Error Exp(B) B Std. Error Exp(B) 
家庭禀赋变量家庭禀赋变量家庭禀赋变量家庭禀赋变量       

家庭人力资本 .648***  .167 1.912 .024 .223 1.025 

家庭人力资本值平方 -.007***  .001 .993 -.004**  .002 .996 

家庭社会资本 -.051 .043 .951 -.063 .055 .939 

家庭社会资本值平方 .004 .025 1.004 .033* .031 1.033 

家庭经济资本 .000***  .000 1.000 .000**  .000 1.000 

家庭自然资本 .217***  .055 1.243 .170**  .075 1.185 

家庭自然资本值平方 -.130**  .051 .878 -.117* .080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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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变量户主变量户主变量户主变量       

生产积极性（以积极性低为参照）      

生产积极性高 .182***  .069 1.199 .277***  .092 1.319 

新技能积极性（以积极性低为参照）      

新技能积极性高 .053 .078 1.054 -.169* .099 .845 

最远足迹 -.621***  .076 .537 .030 .104 1.030 

被访者个人特征变量被访者个人特征变量被访者个人特征变量被访者个人特征变量      

性别（以女性为参照）       

男性 -.802***  .087 .448 -.253**  .106 .776 

年龄 .080***  .005 1.084 .007 .006 1.007 

文化程度 -.097***  .014 .908 .005 .019 1.005 

是否党员（以非党员为参照）      

是党员 .940***  .193 2.559 .014 .294 1.014 

婚姻状况（以已婚未参照）      

未婚 -.371***  .094 .690 -.342***  .115 .711 

户口性质（以农业户口为参照）      

非农业 .944***  .184 2.571 .393 .244 1.481 

与户主关系       

户主的配偶 .848***  .134 2.335 .196 .182 1.217 

户主的父母 1.533**  .627 4.630 .292 .926 1.339 

户主子女媳婿 -.674***  .122 .509 -.484***  .161 .617 

其他直系亲属 -.417 .260 .659 -.197 .346 .821 

社区和制度环境社区和制度环境社区和制度环境社区和制度环境       

社区医疗条件 .004 .039 1.004 -.053 .051 .949 

交通条件 -.071**  .030 .931 .009 .040 1.009 

银行信贷环境 -.070**  .036 .932 -.048 .046 .954 

政府财政补贴 .016 .036 1.016 -.129***  .046 .879 

政府管理环境 .097***  .032 1.102 .044 .041 1.045 

常数项 -.098 .373  .021 .494  

有效样本量有效样本量有效样本量有效样本量 7434     

卡方值卡方值卡方值卡方值 3680***      
Cox & Snell R2 .390     
Nagelkerke R2 .465     

注：（1）* p<0.1，**p<0.05，*** p<0.01；（2）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以劳动力正在外务工

为参照；（3）第三组控制变量为劳动力回流到农村，现居住所在地的社区和制度环境。 

五、结论与启示 

在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需要面临

的选择是继续进城打工还是回乡发展。本文的理论分析结果显示，农

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是农户家庭理性的前瞻性行为，在他们做出迁移

决策的时候，往往是已经考虑到他们农村家庭的禀赋状况以及在城市

生活、工作时的预期，还会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自己未来的发展和

保障。家庭成员的就业和回流选择是家庭行为策略的一部分，都是基

于家庭禀赋状况做出的理性决策。家庭禀赋有三种与劳动力回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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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可以为农村劳动力回流提供迁移和就业

搜寻物质支持，家庭社会资本可为劳动者返乡就业提供社会网络和信

息支持；第二，家庭禀赋是一种可以为外出务工者或者回流者提供长

期保障的财富；第三，家庭禀赋可以增加迁移者回流农村就业的投资

回报，对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回流农村有拉力作用。第一种作用可以视

为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收入效应；第二和第三种作用可

以视为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替代效应。即使在当前城乡

收入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如果在城市部门中不能获得长期保障，迁移

劳动力也会选择回流。 

关于劳动力流动行为的分析基础，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

种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从个人效用最大化角度出发的个体行为选

择的结果；另一种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家庭决策的结果。在经验分

析中，我们分别从这两种不同的视角进行验证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回流

的影响。首先我们把家庭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劳动力的就业流动选

择是家庭统一决策的结果。丰富的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中有劳动力外

出务工或者回流都有正向促进作用。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

外出务工的回流。随着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家庭成员外出回流的概

率会减少，但家庭自然资本达到一定数值后，外出成员开始倾向于回

流农村。把劳动力就业流动纳入个人行为决策框架，实证研究发现，

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与外出务工相比，劳动力越容易选择留在农村

就业或者回流农村，但是家庭人力资本值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村劳动

力又倾向于外出就业。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有着显著

的负向影响，家庭经济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外出劳动力选择回流的

概率会提高一倍。家庭自然资本与农村劳动力外出后回流呈倒 U 字型

曲线关系：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

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 

从理论和实证分析来看，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有积极影

响，可以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对劳动力个体的影响，或者说

这是农村家庭的功能之一，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发现了社会支

持的缺席，尤其是，地方政府对迁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不足，

不仅仅影响了迁移劳动力回流后创业参与的积极性，也会影响农村劳

动力及迁移劳动力对农村发展的信心。迁移劳动力回流家乡发展需要

诸多资源的支持，尤其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等。在当前

中国农村中，社会和政府可以为劳动者提供的资源相对城市非常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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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并且在很多地区市场机制也不健全，从市场中获得资源的途径非

常有限。如果不能获得当地政府提供政策支持，或者资源获得的成本

较高，他们只能求助于家庭，通过家庭渠道获得。但是家庭禀赋效应

的发挥和个人或家庭使用、转换或再生产这些资源的能力也有着重要

的联系，而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

应该为返乡劳动力的再就业做好引导和支持，在家庭之外构建起完善

的社会支持体系，搭建起当地用工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信息平台，尤

其要保证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化和规范化。对返乡创业劳动者实施

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有效的政策性贷款可以为

返乡劳动力初始创业的启动提供条件和动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方面的限制，本研究只是以湖北省

和河南省三个县的农户调查数据来分析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

的影响，缺乏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所以不能够进一步比较劳动力

回流动力机制的地区性差异，也不能更为全面地把握劳动力回流的特

征与趋势。另外，一些理论上讨论的家庭禀赋影响农村劳动力回流的

内在机理，在计量模型中不能很好地得以反映，比如家庭禀赋的长期

保障效应。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性之一，尚需新的数据做进一步

的研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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